
信息渠道变革引致乡村居民多样化高质量就业的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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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在信息化时代到来的背景下，本文选取乡村居民为研究对象，利用中国家庭追

踪调查 （ＣＦＰＳ）数据，评估了互联网的日益广泛应用作为一种新型的信息获取渠道，对推

动乡村居民多样化高质量就业的影响。研究发现，与报纸、期刊等传统信息获取渠道相比，

互联网的使用可以显著提升乡村居民选择非农就业的概率。此外，从就业质量角度，本文

还发现控制了就业类型后，互联网的使用与乡村居民就业收入与就业满意度之间也有着显

著的正向关系。本文还验证了互联网发挥影响作用的机理：互联网的普及应用通过提升乡

村居民的信息获取能力，有效扭转了存在于乡村居民群体中的风险厌恶意识，使之内生出

“主动求变”的思想自觉，引致了内因驱动的多样化就业，而这种内生的就业选择其就业质

量也更高。因此，为了促进乡村居民多样化高质量就业，有必要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过

程中多措并举，推动各项信息技术在乡村地区的更广泛应用。

关 键 词　互联网　思想观念　多样化高质量就业　乡村振兴

一　引言

２０２０年是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收官之年。李克强总理在十三届全国人大

三次会议上作的 《政府工作报告》指出，“今年要优先稳就业保民生，坚决打赢脱

贫攻坚战，努力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任务”，并且要 “接续推进脱贫与乡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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振兴有效衔接，全力让脱贫群众迈向富裕。”可以看出，就业成为今年政府工作优

先考虑的重点问题。对乡村地区来说，解决乡村贫困、发展落后的重点在于为乡

村居民提供适合自身禀赋条件、并且具有良好市场效益的就业机会以及相关的能

力教育。仅依靠传统的转移支付及补贴机制，无法从根本上扭转、提升乡村区域

的发展潜力。振兴乡村不仅要着眼于外因，即扭转资本、劳动等生产要素向城市

的单向流动，破解乡村区域存在的生产要素长期匮乏和发展能力持续下降的局面，

更要重视内因，即改变乡村居民固有的观念定势，增强乡村居民打破现状的动力。

要素的流动与积累只是外因，乡村居民观念与行为的转变才是内因，外因条件的

改善需要内因的驱动才能发挥作用。如何从内因角度推动乡村居民多样化就业、

挖掘乡村内生发展动力成为亟须解决的关键问题。本文研究发现，信息技术，特

别是以互联网为典型代表的信息技术在乡村地区的普及应用，是改变居民信息获

取渠道、转变乡村居民观念意识、推动乡村居民多样化高质量就业、破解乡村发

展困境的重要抓手。

从现实看，“当今世界，信息技术创新日新月异，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深入发

展，在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满足人民日益增长

的美好生活需要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①。”在乡村地区，数字乡村发展战略的

推进也致力于促使信息技术进村入户进而打破城乡差距中的数字鸿沟②，通过为乡村居

民提供更多更好的信息渠道发掘更多的乡村内生发展机遇，促进乡村居民的创新就业，

助力乡村振兴。以互联网电商为例，截至２０２０年３月，中国农村网民规模达２５５亿

人，农村地区的互联网普及率达到了４６２％③。２０１８年中国农村电子商务交易额为１３７

万亿元，同比增速高于全国增速６５个百分点，占全国网络零售总额的１５２％④。截至

２０１９年，中国淘宝村的数量已经从２００９年的３个飞速增长到４３１０个 （见图１），覆盖的

人口达到了２５亿人，带动了数百万人的非农就业。随着智能终端的普及，居住在信

息相对闭塞的乡村地区居民也有了便捷的途径通过网络获取最新的政治、经济、文化

信息，城乡之间的信息鸿沟问题得到了极大的缓解 （邱泽奇等，２０１６）。以互联网为核

·２２１·

劳动经济研究　２０２０年第８卷第４期

①

②

③

④

来自 《习近平致首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的贺信》，新华网 ｈｔｔｐ：／／ｗｗｗ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ｃｏｍ／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ｌｅａｄｅｒｓ／２０１８－０４／２２／ｃ＿１１２２７２２２２５ｈｔｍ。
２０１９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 《数字乡村发展战略纲要》，指导乡村信息

化建设。

来自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ａｃｇｏｖｃｎ／２０２０－０４／２７／ｃ＿１５８９５３６１４１６５８５４５ｈｔｍ。
来自ｈｔｔｐ：／／ｄｚｓｗｓｍｏｆｃｏｍｇｏｖｃｎ／ａｒｔｉｃｌｅ／ｚｔｘｘ／ｎｄｂｇ／２０１９０５／２０１９０５０２８６８２４４ｓｈｔｍｌ。



心的信息技术的普及打破了乡村居民所处的僵化地域限制，使得落后地区的人力资本

也可以利用巨大的互联网市场发挥价值。乡村居民通过互联网接触到大量新鲜前沿的

信息后，隐藏在该群体中的创新能力通过网络媒体得到了极大的激发与展示。互联网

所带来的连通性使得一些工业化时代处在劣势的人群也得以激活自己的人力资本，使

之转化为有效创造价值的互联网资本 （邱泽奇等，２０１６）。互联网所带来的丰富信息拓

展了乡村居民的思维，更新了他们的知识和观念体系，从而改变了他们的传统思维与

生产模式，促进了创新型就业，也提高了他们的收入水平 （方晓红，２００２；刘晓倩、

韩青，２０１８；周冬，２０１６；Ｇａｏｅｔａｌ，２０１８）。

图１　中国淘宝村数量与农村网络零售额的变化

资料来源：根据阿里研究院 《中国淘宝村研究报告 （２００９－２０１９）》计算，ｈｔｔｐ：／／ｗｗｗａｌｉ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ｃｏｍ／
ｃｎ／ｓｅａｒｃｈ？ｑｕｅｒｙＮａｍｅ＝中国淘宝村研究报告。

由此可见，随着信息化社会的不断深入发展，乡村地区居民的就业正发生着深

刻的变化。进一步的问题是，互联网在乡村地区的普及应用能够在多大程度上促进

乡村居民多样化就业？其对乡村居民的就业结构又有哪些影响？量化互联网对乡村

居民就业类型与就业质量的影响，并且分析其发挥影响作用的机制是本研究的核心

内容。

为了解决上述问题，本文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 （ＣＦＰＳ）数据，构建实证模型综

合评估了互联网对乡村居民多样化就业和就业质量的影响。与其他文献不同的是，本

文试图梳理出互联网作为一种新型的信息获取渠道，其通过增强乡村居民信息获取能

力、改善因循守旧的观念意识，从而内生驱动乡村居民主动多样化高质量择业方面的

独特作用机制。本文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一部分为引言；第二部分对相关研究文献进

行回顾与评述；第三部分介绍数据和实证模型；第四部分报告并分析实证模型的回归

结果；第五部分为模型稳健性分析；第六部分讨论并验证了互联网推动乡村居民多样

化高质量就业的作用机理；第七部分为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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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文献评述

本文的一个重要观点是：互联网为乡村居民带来的信息获取渠道的革新可以显著

影响乡村居民的思想观念，提升其向非农就业转变中不确定风险的承受能力，从而促

进乡村居民内生的非农就业转变。因此，本文研究的开展主要与两类文献相关，分别

是互联网与就业之间关系和居民风险态度与就业选择之间关系的研究。

（一）互联网与就业

关于互联网与个体就业之间关系的研究，现有文献主要从互联网缓解个体融资约

束、增进个体社会资本等角度解释其对就业选择，尤其是对创业选择的影响 （史晋川、

王维维，２０１７）。一方面，研究发现，借助互联网，个体可以便捷获取更为丰富的融资

信息以寻求资金支持，缓解信息不对称和信贷约束问题 （马光荣、杨恩艳，２０１１；张

彤进、任碧云，２０１６；Ａｈｌｉｎ＆Ｊｉａｎｇ，２００８；Ｃｈｏｉｅｔａｌ，２０１４；Ｊａｃｋ＆Ｓｕｒｉ，２０１４）。另

一方面，也有研究认为，互联网可以显著扩张个体的交际圈子范围，增进个体的社会

资本，从而有助于个体通过更广泛的就业渠道寻找到更加匹配的就业以及在就业选择

上获取更多支持 （马俊龙、宁光杰，２０１７；赵羚雅、向运华，２０１９；周洋、华语音，

２０１７；ＤｉＭａｇｇｉｏ＆Ｂｏｎｉｋｏｗｓｋｉ，２００８）。

（二）风险态度与就业

一些讨论居民风险态度与就业决策关系的文献指出，个人对风险的偏好程度是影

响就业选择的一个重要因素 （郝朝艳等，２０１２；汪小圈等，２０１５；尹志超等，２０１５；

湛泳、徐乐，２０１７；Ｃｎａａｎｅｔａｌ，２０１１）。风险厌恶者会规避不确定性强的就业，选择

成为确定性强的受雇劳动者。现有关于乡村居民的研究发现，乡村居民普遍是风险厌

恶者，风险厌恶不仅是抑制乡村居民主动选择新型生产技术的主要原因 （高杨、牛子

恒，２０１９；毛慧等，２０１８；Ｇａｏｅｔａｌ，２０１７；Ｇｈａｄｉｍｅｔａｌ，２００５），也是影响其就业转

变的重要因素。

（三）互联网对乡村居民观念意识的影响

随着信息时代的来临，信息技术的应用逐渐渗透到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信息技

术在改变人们生活方式以及思想观念方面的影响越来越大 （陈思宇等，２０１６；江小涓、

罗立彬，２０１９），思想观念的转变进而会带来行为的改变。事实上，由于互联网在信息

传输上具有便捷和低成本的优势 （Ｖａｒｉａｎ，２０１０），这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乡村区域由

于地理隔离所造成的信息不对称局面，使得乡村居民接触到了更多的社会信息，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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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个体认识和改造自身所处环境的能力，从而得以解放思想、转变观念，探索多样的

非农就业可能性 （毛宇飞等，２０１９；王子敏，２０１７；周冬，２０１６；Ｉｖｕｓ＆Ｂｏｌａｎｄ，

２０１５）。比如，快手、抖音、Ｂｉｌｉｂｉｌｉ、喜马拉雅等手机应用程序 （Ａｐｐ）和一些文学创

作、才艺展示类网站平台，在提供休闲娱乐功能的同时也为广大乡村居民提供了一条

展示自我、创造价值的渠道。

然而，现有关于居民就业选择的研究较少关注互联网带来的信息获取渠道改

善对个体观念意识的影响，特别是对个体风险态度的影响。要打破乡村居民所处

的就业低水平均衡，推动乡村居民多样化、高质量就业，就必须改变乡村居民信

息渠道短缺、信息匮乏、因循守旧、风险厌恶的现状。理论上讲，风险厌恶的一

个重要原因是信息匮乏。居民获取信息的能力越强、渠道越多，其就业决策所依

赖的信息就越全面，决策的不确定性就越小，对于风险的厌恶程度就越低 （高杨、

牛子恒，２０１９）。已有文献多从社会资本和资源约束角度讨论乡村居民的就业选择

问题 （王卫东等，２０２０），而少有文献关注互联网等信息技术对原本处在信息匮乏

状态的乡村居民思想观念转变的影响。即已有研究多关注外因变化的影响，而对

乡村居民观念意识变化等内因的影响因素少有关注。

因此，本文选取乡村居民为研究对象，使用微观数据，通过实证分析考察了互

联网在乡村区域的普及应用对打破乡村居民低水平就业均衡、促进乡村居民多样

化就业选择与提升就业质量方面的重要影响，验证了互联网通过 “提升乡村居民

信息获取能力—观念意识转变—主观能动的多样化就业选择—就业质量的内生提

高”发挥影响作用的机制。本研究试图为理解互联网如何通过推动乡村居民多样

化高质量就业，助力乡村振兴提供一个新的研究视角。

三　数据和实证模型

（一）数据来源与核心变量

本文使用的数据来自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的中国家庭追踪调查

（ＣＦＰＳ）微观数据库。这一数据库调查样本涵盖了中国２５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数

据库包括个体、家庭的社会经济信息，有比较详细的家庭经济活动、社会交往、人口

统计等方面的信息。基于本文所关注的问题，经过对数据进行合并整理，共获得样本

２２２５９个。

自２０１４年之后，移动互联网浪潮的到来才使得乡村居民的生产与生活开始逐步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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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地迈入信息化时代。因此，为了准确衡量信息技术在乡村地区普及应用带来的影响，

本文选取ＣＦＰＳ数据库２０１６年及以后的调查数据构造计量模型进行讨论。本文使用两

个层面的数据：一是基于成人问卷的个人信息，包括乡村居民的互联网使用状况、性

别、年龄、婚姻状况、政治面貌、受教育年限、健康状况、思想观念等变量；二是基

于家庭问卷的乡村家庭信息，包括家庭人口、家庭人均年收入、是否有自有产权住房、

是否有家庭负债等变量。表１是相关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表１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名称 变量定义 样本 均值 标准差

就业变量

就业类型
自主务农＝１，农业受雇 ＝２，非农受雇 ＝３，
非农私营或个体户＝４

１７７９８ ２０７４１ １１２８３

就业收入 就业年收入的对数 ７８３３ １００９１０ ０９７６６

工作满意度 对目前工作的满意度：１～５程度升高 １７７８７ ３６３３１ ０９９５８

信息渠道
互联网渠道 互联网获取信息渠道依赖度：１～５程度升高 ２２２４２ ２７６０２ １６４１１

传统信息渠道 纸媒获取信息渠道依赖度：１～５程度升高 ２２２５９ １７１４０ １０８９１

个人特征变量

性别 男＝１，女＝０ ２２２５９ ０４９４３ ０５０００

年龄 年龄 ２２２５９ ４６０７８２１６７６５１

婚姻状况 未婚＝１，在婚＝２，离婚或丧偶＝３ ２２２５９ １９３０２ ０４５９０

健康状况
不健康＝１，一般＝２，比较健康＝３，很健康
＝４，非常健康＝５

２２２５６ ２９８４０ １２５７０

政治面貌 党员＝１，非党员＝０ ２２２５９ ００５５５ ０２２９１

是否是汉族 是＝１，否＝０ ２２２５９ ０９４７２ ０２２３０

是否信仰宗教 是＝１，否＝０ ２２２５８ ００３０５ ０１７２０

受教育年限 个人实际受教育年限 ２１１０４ ６６９５１ ４８３７０

主动学习意识 平时是否读书：是＝１，否＝０ ２２２５９ ０２１７０ ０４１３６

对未来的信心程度 对自己未来信心的打分：１～５逐次升高 ２２２３０ ４１４１５ ０９７２０

社会信任度 对陌生人信任度的打分：１～１０逐次升高 ２２１９４ ２２１１６ ２２２６０

对待工作态度
努力工作就有回报：不同意 ＝１，不表态 ＝
２，同意＝３

２２２２９ ２８２５１ ０５４９２

家庭关系重视程度 家庭和睦美满的重要程度：１～５逐次升高 ２２２４８ ４６６５３ ０６９３１

风险态度 风险偏好程度：１～６逐次升高 ２１７９９ ２２９６１ １８０６１

家庭经济

特征变量

家庭人口 家庭总人口数 ２２１７５ ４２５３０ ２１４４０

家庭人均年收入 家庭人均年收入的对数 ２１０１９ ９３６１２ ０９７００

是否有自有产权房产 有＝１，没有＝０ ２１０７２ ０８８２１ ０３２３１

是否有家庭负债 有＝１，没有＝０ ２１０７２ ０１８７２ ０３９００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家庭追踪调查 （ＣＦＰＳ）数据计算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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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就业类型

乡村居民就业类型变量来自ＣＦＰＳ成人调查问卷数据。根据调查问卷中个体所回答

的工作类型，本文把就业类型分为四类，分别为：自主务农、农业工作受雇、非农工

作受雇、经营非农私营企业或个体户。

２就业质量

本文选取ＣＦＰＳ成人调查问卷中的工作收入和工作满意度代表乡村居民的就业

质量。

３互联网使用情况

关于互联网作为信息渠道的使用变量，本文使用ＣＦＰＳ成人调查问卷中被调查人对

问题 “互联网对您获取信息的重要性”的回答进行构造。根据个人对互联网信息渠道

的依赖性评价，本文把该变量分为取值１～５的五个档次。同时，在模型结果稳健性分

析中，本文还利用调查问卷中个人对 “使用互联网进行工作的频率”“使用互联网进行

商业活动的频率”“是否移动上网”等问题的回答构造了互联网使用的替代变量，代入

模型进行稳健性检验。

此外，为了考察信息渠道改变对乡村居民就业选择带来的影响，本文还在模型中

控制了传统信息渠道变量。我们利用调查问卷中个人对问题 “报纸、期刊杂志作为信

息渠道的重要性”的回答构造乡村居民对传统信息渠道的利用变量。在模型中加入传

统信息渠道变量，一方面可以更为准确地识别互联网的影响，另一方面也可以对比两

种信息渠道变量的影响作用大小。

４其他变量

其他变量也都基于 ＣＦＰＳ调查中的成人和家庭问卷调查数据构造。个人性别、年

龄、婚姻状况、政治面貌、受教育年限、健康状况、工作满意度、居民风险态度等由

成人问卷数据获得，家庭人口、家庭人均年收入、是否有自有产权住房、是否有家庭

负债等变量由家庭问卷数据获得。其中，居民风险态度变量根据ＣＦＰＳ调查问卷行为与

精神状态部分中个体对不同风险试验问题的回答所表现出的风险偏好程度进行构造。

风险态度变量从１～６的取值代表居民的风险偏好程度不断增加。

（二）模型设定

在模型设定中，由于互联网的使用与就业类型抉择都属于个人的选择决策，模

型可能存在因遗漏变量或反向因果所导致的内生性问题。在本文中，为了缓解模型

可能存在的遗漏变量导致的内生性问题，首先，本文尽量在模型中控制了丰富的乡

村居民的个人与家庭特征。其次，本文在所有模型中将互联网应用变量进行滞后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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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处理，该变量是基于 ＣＦＰＳ２０１６年的调查数据构造，而模型中其他变量如未特别

声明，则均为基于 ＣＦＰＳ２０１８年调查数据构造。如此处理基于以下逻辑。２０１４年下

半年之后，中国４Ｇ通信网络才开始大规模商用，期间伴随着移动智能设备的普及。

由此引发的移动互联网浪潮的到来，才使得以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技术全面地对社

会各个群体的生产与生活产生影响。特别是对于本文所关注的乡村居民群体，在之

前的个人计算机 （ＰＣ）时代，他们中的大部分还被排除在信息化的影响之外。但在

这一时期，乡村居民也得以通过样式繁多的廉价智能设备接入互联网，从而扩展了

信息获取渠道。从这一时期开始，乡村居民群体的生产与生活才开始逐步全面地迈

入信息化时代，乡村居民的就业选择也自此开始受到了互联网普及应用的影响。因

此，就我们所关注的乡村居民群体，本文认为模型存在的反向因果怀疑在理论上并

非一定存在。２０１６年的数据基本可以反映在移动互联网时代到来之后，乡村居民对

互联网使用情况的初始状态，而这种初始状态主要是受信息基础设施完备和智能设

备普及等外生因素的影响。也就是说，２０１６年乡村居民对互联网的使用情况在模型

中是外生的。

即使经过以上处理，模型依然可能引起一些不同角度的内生性怀疑。针对这些怀

疑，本文在稳健性分析部分对模型稳健性进行了详细的检验与阐述。本文首先建立以

下基准模型对我们所关注的问题进行讨论。

１互联网与乡村居民就业选择

本文建立一个ＭＰｒｏｂｉｔ模型 （ｍｕｌｔｉｎｏｍｉａｌＰｒｏｂｉｔｍｏｄｅｌ）讨论互联网信息渠道如何影

响乡村居民的就业选择。其中被解释变量就业类型为多值离散变量，其背后存在一个

连续的潜变量，这个潜变量可以理解为不同就业选择给乡村居民带来的效用，不同的

效用极值对应着不同的就业选择。ＭＰｒｏｂｉｔ模型原理如下。

假设个体ｉ选择就业类型ｊ所能带来的效用为：

Ｕｉｊ＝α０＋α１ｊＩＴＣｉ＋α２ｊＸｉ＋εｉｊ　（ｉ＝１，…，ｎ；ｊ＝１，…，４） （１）

ＩＴＣｉ代表个体ｉ对互联网的使用情况变量，Ｘｉ为个体ｉ和其所在家庭的一系列特征

控制变量，εｉｊ为随机扰动项。不同于其他模型对随机扰动项 εｉｊ为 ｉｉｄ（独立同分布）

的假设设定 （通常情况下，这种设定过于严格，并不符合样本的现实情况），本文的

ＭＰｒｏｂｉｔ模型假设εｉｊ服从ｊ维正态分布。

当且仅当就业类型ｊ带来的效用高于所有其他选择时，个体ｉ才选择就业类型ｊ。个

体ｉ选择就业类型ｊ的概率可以表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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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ｒｏｂ（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ｉ＝ｊ｜Ｘｉ）＝Ｐｒｏｂ（Ｕｉｊ≥Ｕｉｋ，ｋ≠ｊ）

＝Ｐｒｏｂ（Ｕｉｊ－Ｕｉｋ≥０，ｋ≠ｊ）

＝Ｐｒｏｂ（εｉｊ－εｉｋ≥α１ｋＩＴＣｉ＋α２ｋＸｉ

　 －α１ｊＩＴＣｉ－α２ｊＸｉ，ｋ≠ｊ）

（２）

令珘εｉｋ＝εｉｊ－εｉｋ，ξｉｋ＝α１ｋＩＴＣｉ＋α２ｋＸｉ－α１ｊＩＴＣｉ－α２ｊＸｉ，ｋ≠ｊ，则个体ｉ选择就业类

型ｊ的概率可以表示为：

Ｐｒｏｂ（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ｉ＝ｊＸｉ）＝∫
∞

ξｉ１
…∫

∞

ξｉｋ
…∫

∞

ξｉ４
（珘εｉ１，…，珘εｉｋ，…，珘εｉ４）ｄ珘εｉ１…ｄ珘εｉｋ…ｄ珘εｉ４ （３）

利用蒙特卡洛模拟方法对该高维积分进行近似计算可以得到个体 ｉ选择就业类型 ｊ

的概率近似表达式。用该近似表达式构造样本似然函数，通过极大似然估计法 （ＭＬＥ）

可以计算出我们所关注的待估参数α１ｊ与α２ｊ的值。

式 （２）、（３）中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ｉ为样本乡村居民的就业选择类型变量，其中自主务农

取值为１，农业工作受雇取值为２，非农工作受雇取值为３，经营非农私营企业或个体

户取值为４。核心解释变量ＩＴＣｉ表示个体的互联网使用情况。

２互联网使用与乡村居民就业质量

除了关注互联网使用对乡村居民就业选择类型的影响，本文也关注互联网使用对

乡村居民就业质量的影响。本文利用样本乡村居民的就业年收入和工作满意度作为描

述就业质量的指标，构建回归模型讨论在影响乡村居民就业类型之外，互联网使用对

乡村居民就业质量的影响。本文分别构造了普通最小二乘 （ＯＬＳ）模型和有序 Ｐｒｏｂｉｔ

（ｏｒｄｅｒｅｄＰｒｏｂｉｔ，简称ＯＰｒｏｂｉｔ）模型来探讨他们之间的关系①。

四　实证结果分析

（一）互联网对乡村居民就业选择的影响

表２的第 （１）～（３）列报告了乡村居民就业选择类型影响模型的回归结果。

ＭＰｒｏｂｉｔ模型的被解释变量为四种就业类型，回归结果以自主务农组为参照组。从模型

结果可以看出，农业受雇、非农受雇和非农私营个体三种就业类型模型中互联网使用

变量的系数分别为００６２６、００８９７和０１５４０，并且均在１％水平上显著。这表明，与

自主务农工作相比，乡村居民对互联网信息渠道依赖程度的单位增加可以使个人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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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受雇工作、非农受雇工作、非农私营或个体户工作的概率依次增大 ００３４１％、

０８１０９％、１３３４５％①。事实上，从本文对乡村居民就业类型的分类中也可以看出，从

自主务农到经营非农私营企业或个体户，就业类型的非农程度、多样化程度和个体自

由度不断升高，这对个人的能力、知识储备和心智水平的要求也不断提高。模型的估

计结果表明，互联网信息渠道的应用不但能促进乡村居民的多样化就业，而且能促使

乡村居民选择非农程度和个体自由度更高的就业类型，提升了乡村居民的就业能力。

为了能更为准确地评估互联网在变革乡村居民信息获取渠道方面的影响，本文在

模型中还控制了传统信息渠道变量。从估计结果中该变量的系数可以看出，与自主务

农工作相比，传统信息渠道的应用除了对农业受雇工作的选择概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外，对非农受雇和非农私营和个体户工作的选择概率均起到显著的负向影响。这说明，

与互联网渠道相比，传统的纸媒渠道无法通过信息效应有效地促进乡村居民选择多样

化的非农就业。这表明，在促进乡村居民多样化就业、提升乡村居民就业能力方面，

互联网信息渠道的效果要好于传统信息获取渠道。

考察其他控制变量，受教育年限可以显著提升乡村居民非农就业选择的概率，这是

不言自明的。同时，相对于那些平时不读书的乡村居民，有主动读书学习习惯的居民选

择非农就业的概率更高。社会信任度的提升也可以显著促进乡村居民的非农就业选择。这

表明，改善乡民学习习惯，加强乡风建设，不仅是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内容和目标，而且还

可以反过来通过促进乡村居民多样化就业，提升乡村居民就业能力，助力乡村振兴的实现。

表２　互联网信息渠道对居民就业类型与就业质量的影响

就业类型 就业质量

农业受雇 非农受雇 非农私营个体 就业年收入对数 工作满意度

（１） （２） （３） （４） （５）

就业类型 — — —
０１６７８

（００１４９）
００７２０

（０００８２）

互联网渠道
００６２６

（００２１８）
００８９７

（００１３３）
０１５４０

（００１５９）
００３１６

（０００８４）
００２９３

（０００７６）

传统信息渠道
００７１０

（００２５５）
－００３５１

（００１６６）
－００６７４

（００１９９）
０００３７
（０００９８）

－００１２２

（０００６３）

性别
０３０３１

（００５９３）
０３８７４

（００３５９）
０２８２９

（００４２８）
０５１６３

（００２１９）
－００８７２

（００１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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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就业类型 就业质量

农业受雇 非农受雇 非农私营个体 就业年收入对数 工作满意度

（１） （２） （３） （４） （５）

年龄
－００２３２

（０００２８）
－００５３７

（０００１７）
－００３０７

（０００２１）
－００１５４

（０００１２）
００１３３

（００００８）

婚姻状况
０２５１８

（００８５２）
－００１８７
（００５３３）

０２１３２

（００６３８）
０２６７１

（００２８０）
－０１１１０

（００２２４）

健康状况
００４０５

（００２３７）
００７４４

（００１４９）
００２２４
（００１８０）

００２４６

（０００９７）
００９７５

（０００６６）

政治面貌
０１０１６
（０１１０２）

－００９２５
（００７２０）

－０１７０４

（００８６０）
－００８７３

（００４１９）
００６２０

（００３２７）

是否是汉族
－０６２６１

（０１６２４）
－０８２９３

（０１０６３）
－０４０５２

（０１３０６）
－０１５５３

（００４９１）
００１４０
（００４５６）

是否信仰宗教
－００４７５
（０１６２８）

－０２６３３

（０１０５３）
０２１１４

（０１１０７）
－０００８５
（００７０８）

０１８４１

（００４５６）

受教育年限
００３３５

（０００７８）
００８７０

（０００４８）
００７２７

（０００５９）
００２５８

（０００３１）
－００１３９

（０００２２）

主动学习意识
－００５８４
（００８６５）

０１６９７

（００４８９）
０１７３３

（００５６７）
００２５０
（００２５８）

００４８２

（００２２２）

对未来的信心程度
００１１４
（００３１３）

－００８４２

（００１８９）
－０００９６
（００２３２）

００１０３
（００１２２）

０１６３３

（０００８５）

社会信任度
００１１６
（００１２９）

００３０９

（０００８０）
００３２９

（０００９５）
００１６６

（０００４９）
００２１９

（０００３６）

对待工作态度
００２９３
（００５８８）

－００７３５

（００３２３）
－００１２７
（００３９０）

－００００３
（００１７８）

０１０６４

（００１４７）

家庭关系重视程度
００１６３
（００４３５）

００２２６
（００２６３）

０００５１
（００３１８）

００１２３
（００１６３）

－０００６９
（００１１７）

家庭人口
－００３８５

（００１４０）
－００７７７

（０００８６）
００１５１
（０００９９）

００１０１

（０００５２）
０００２４
（０００３７）

家庭人均年收入
０３５３３

（００３４１）
０５４７８

（００２１３）
０４８３２

（００２５２）
０４１２０

（００１３７）
００１３３
（０００９０）

是否有自有产权房产
－０４８５６

（００８８２）
－０５５０９

（００５７２）
－０６１７０

（００６４８）
－００２９３
（００３０５）

－００３３０
（００２４９）

是否有家庭负债
－０１６０４

（００７６０）
－０１４８７

（００４４０）
０２９１６

（００４９０）
－００７３９

（００２５８）
－００３００
（００１９９）

截距项
－４３６８４

（０４８８２）
－２１５３７

（０２９１８）
－４９２６５

（０３５６７）
５４４５３

（０１７９２）
１７６７９

（０１２８０）

观测值 １５７９４ １５７９４ １５７９４ ６５４７ １５４８４

　　注：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分别表示１％、５％、１０％的显著性水平。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家庭追踪调查 （ＣＦＰＳ）数据计算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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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互联网使用对乡村居民就业质量的影响

除了关注互联网使用对乡村居民就业类型选择的影响，本文也关注其对乡村居民

就业质量的影响。本文使用乡村居民就业年收入和工作满意度两个指标反映乡村居民

的就业质量。表２的第 （４）～（５）列展示了互联网使用对乡村居民就业质量两个维度

指标的影响。回归结果显示，无论是用就业收入还是工作满意度衡量就业质量，互联

网均可以显著提升乡村居民的就业质量，而对传统信息渠道的依赖则无助于乡村居民

就业质量的提升。同时，就业类型对就业质量的提升也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这说明，

对于乡村居民来说，非农程度、多样化程度和个体自由度越高的就业选择，其就业质

量也越高。

中国信息化的快速推进为乡村区域实现跨越式发展提供了机遇。从就业方面来

看，本文实证模型的回归结果显示，互联网作为一种新型信息获取渠道在乡村的普

及应用显著推动了乡村居民的多样化非农就业，随着就业类型非农程度、自由度的

提升，互联网对其选择概率的提升作用也越大。表 ２第 （４）～（５）列显示，除了

可以在就业类型选择上发挥积极影响外，互联网使用对提升乡村居民的就业质量同

样起到了显著的正向影响。这表明，互联网在乡村的普及应用不仅推动了乡村居民

的多样化就业，提升了乡村居民的就业能力，还同时促进了乡村劳动力资源的高效

配置。

五　稳健性分析

（一）互联网使用变量的内生影响因素

前文讲到，本文认为２０１６年乡村居民互联网使用情况的初始状态主要是受信息基

础设施完备和智能设备普及等外生因素的影响。虽然我们在理论上对此进行了解释，

但是在现实中个体对互联网的应用选择仍然无法避免一些内生因素的影响。例如，居

民对互联网使用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是自身的前置使用习惯。虽然在ＰＣ时代，由于计

算机设备的价格相对于乡村居民收入过于昂贵和乡村地区信息基础设施的落后，乡村

居民并没有大规模地参与到现代信息生活中，但是仍有一部分乡村居民家庭在这一时

期拥有计算机，甚至接入了互联网。此外，一些乡村居民虽然没有个人计算机，但是

有去网吧使用互联网的习惯。对这部分乡村居民，其在２０１６年对互联网的应用状态就

可能受到其前置习惯的影响，因此如果这种前置习惯对本文核心解释变量的影响过大，

就有可能推翻我们前文所阐述的逻辑，就业类型选择与互联网使用之间的因果关系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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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受到质疑。

因此为了衡量、对比存在于这部分乡村居民群体中前置习惯通过影响互联网使用

变量，进而影响乡村居民就业选择的效应是否严重，本文以 ＣＦＰＳ２０１４年调查中样本

个体是否使用互联网为分类标准，将本文样本分为２０１４年及以前使用互联网和不使用

互联网两类子样本分别进行回归分析。如果两类样本的回归结果中互联网使用变量的

系数差异过大，就说明前文模型可能存在严重的内生性问题。表 ３为分样本的回归

结果。

表３　前置习惯影响的验证

不使用互联网（２０１４） 使用互联网（２０１４）

农业受雇 非农受雇 非农私营个体 农业受雇 非农受雇 非农私营个体

互 联 网 渠 道

（２０１６）
００３７７
（００２６２）

００８６３

（００１６６）
０１５２４

（００２０１）
００７６４

（００３０４）
００８０３

（００３８０）
０１４５０

（００４２７）

个人、家庭特征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９９７２ ９９７２ ９９７２ ２８３９ ２８３９ ２８３９

　　注：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分别表示１％、５％、１０％的显著性水平。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家庭追踪调查 （ＣＦＰＳ）数据计算得到。

从分样本回归结果与总体样本回归结果的对比来看，除了农业受雇工作外，互联

网使用对乡村居民选择非农就业类型的正向影响的作用程度和系数的显著性程度基本

一致。这说明前文２０１６年互联网使用变量的外生性假设是基本正确的，互联网使用对

乡村居民非农就业的促进作用依然显著和稳健。

（二）反向因果

虽然在理论上，互联网使用变量主要受外生的信息基础设施完备和智能移动设备

普及的影响，但是为了进一步消除对模型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存在反向因果关系的怀

疑，本文参考了周广肃和樊纲 （２０１８）的作法，选取２０１４年 ＣＦＰＳ调查数据中 “家庭

是否拥有电脑”作为互联网使用的工具变量 （ＩＶ）①，构造了一个包含工具变量的

ＭＰｒｏｂｉｔ模型进行分析，对乡村居民就业质量的影响则分别构造了 ＩＶＯＬＳ模型和 Ｉ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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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周广肃和樊纲 （２０１８）认为，家庭拥有电脑是家庭使用互联网的前提，二者具有较强的相关
性；其次，家庭是否拥有电脑与家庭的创业决策并不直接相关，满足工具变量外生性的条

件。本文虽然关注的是乡村居民的就业决策，但是也认为就业决策与家庭是否拥有电脑并不

直接相关，工具变量满足相关性和外生性的条件。



ＯＰｒｏｂｉｔ模型进行回归分析，以期进一步解决对模型内生性存在的怀疑。使用工具变量

的模型回归结果如表４所示。

表４　工具变量估计结果

就业类型（ＩＶＭＰｒｏｂｉｔ） 就业质量

农业受雇 非农受雇 非农私营个体
就业年收入对数

（ＩＶＯＬＳ）
工作满意度

（ＩＶＯＰｒｏｂｉｔ）

就业类型 — — —
０２４０３

（００１６１）
００６５９

（０００９３）

互联网渠道
００４６５

（００２０５）
００８０１

（０００８４）
００９７４

（００１０８）
００６０５

（０００９１）
００４６５

（０００９９）

传统信息渠道
００１１２
（００１６８）

０００８３
（００１０５）

００１３２
（００２３２）

０００２６
（００１０７）

－００３６３
（００５０８）

个人、家庭特征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１７４０４ １７４０４ １７４０４ １７４０４ １７４０４

　　注：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分别表示１％、５％、１０％的显著性水平。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家庭追踪调查 （ＣＦＰＳ）数据计算得到。

通过表４的结果可以看出，在乡村居民就业类型的影响模型中，互联网变量的系

数显著为正，并且系数对比依然显示互联网使用能促进乡村居民选择非农程度和个体

自由度更高的就业类型。同时，观察传统信息渠道变量的系数发现，其系数在各模型

中均不显著。这说明传统的纸媒渠道无法有效地促进乡村居民选择多样化的非农就业。

以上结果表明，在使用工具变量方法克服潜在的内生性问题之后，互联网使用仍然表

现出了对乡村居民多样化非农就业选择概率的正向促进作用。

在乡村居民就业质量的影响模型中，使用工具变量后的互联网变量系数依然显著

为正。这进一步验证了前文中提出的观点：无论是使用就业收入还是工作满意度来衡

量就业质量，互联网均可以显著提升乡村居民的就业质量。

（三）评估遗漏不可观测变量所带来估计偏差的严重性

即使在前文模型中本文尽量控制了诸多个体层面和家庭层面的相关变量，我们依

然可以怀疑一些影响乡村居民互联网使用和就业选择的不可观测变量的存在使模型的

估计结果变得有偏而不可信。为了对此问题进行说明，本文参考 Ｎｕｎｎ＆Ｗａｎｔｃｈｅｋｏｎ

（２０１１）和Ｏｓｔｅｒ（２０１４）的方法，利用可观测变量模型的结果评估可能遗漏的不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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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变量对模型结果的影响。具体地，这种方法是通过改变模型自变量数量，利用不同

形式模型回归结果中核心解释变量的系数构造一个比例系数。该比例系数可以反映若

要对模型结果产生重要影响，相对于已有的可观测变量，不可观测的遗漏变量所必须

达到的重要性程度。经过对本文模型的测算，即使模型存在遗漏不可观测变量的问题，

那么该遗漏变量的作用需要比已有的可观测变量至少大６２倍以上才会对模型结果产

生显著影响①。从这个角度来讲，不可观测的遗漏变量使模型结果产生显著偏差的可能

性微乎其微。

（四）对变量、样本和模型进行调整

本文还利用ＣＦＰＳ调查问卷中个人对 “使用互联网进行工作的频率”“使用互联网

进行商业活动的频率”“是否移动上网”等问题的回答构造互联网使用的替代变量，对

前文模型结论进行稳健性检验②。

检验结果见表５。在整体上，替代变量对乡村居民多样化就业选择和就业质量发挥

着非常稳健的正向影响作用。从模型１、模型２、模型３中不同就业类型对应的互联网

使用替代变量系数的对比中也可以发现，相关变量对乡村居民选择非农程度、个体自

由度更高的就业类型的促进作用更加明显。这也验证了前文的结论。

进一步，本文还对数据中可能存在问题的样本进行剔除，并加入新的控制变

量，将处理后的数据重新进行回归，以检验模型结果的稳健性。具体地，首先，

考虑到乡村年长者学习新技术的能力与青壮年存在客观差异，并且年长者改变择

业的客观条件与主观意愿也与青壮年不同，因此在稳健性检验中剔除 ６０岁以上的

乡村居民样本。其次，一些研究也发现，乡村居民非农择业决策与年龄之间有可

能存在非线性关系，因此我们在稳健性检验中加入乡村居民年龄的平方项，以控

制年龄的非线性作用。最后，为了防止样本数据的异常值影响模型的回归结果，

在稳健性检验中本文还对样本中的连续变量进行了 １％分位及 ９９％分位的缩尾处

理。将经过以上处理的数据重新进行回归，结果发现，模型核心解释变量的相对

大小和显著性均没有太大变化，模型结果与前文基本一致③。这进一步说明了前文

模型结果的稳健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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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限于文章篇幅，这里省略该比例系数的计算方法与过程，感兴趣的读者可以参阅 Ａｌｔｏｎｊｉｅｔ
ａｌ（２００５）、Ｎｕｎｎ＆Ｗａｎｔｃｈｅｋｏｎ（２０１１）、Ｏｓｔｅｒ（２０１４），或直接与作者联系讨论。
稳健性检验相关模型的设置形式与前文类似。限于文章篇幅，不再赘述模型原理。

限于文章篇幅，本文不再赘述该部分模型的回归结果，欢迎感兴趣的读者联系索取。



表５　稳健性分析

模型 变量
就业类型 就业质量

农业受雇 非农受雇 非农私营个体 就业年收入对数 工作满意度

模型１

使用互联网进行工作的

频率

０３１２６

（００８７３）
０４５２１

（００３５０）
０４５６８

（００４１２）
００５５２

（００１１０）
０１７８９

（００２１６）
个人、家庭特征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６４２６ ６４２６ ６４２６ ３９０８ ６４２１

模型２

使用互联网进行商业活

动的频率

０１５２９
（０１１１２）

０３１５８

（００４１４）
０６２３２

（００４９０）
００８２８

（００１４８）
００２７５
（００２７３）

个人、家庭特征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７０８３ ７０８３ ７０８３ ４１９２ ７０７８

模型３
是否移动上网

－０３６４１

（０１３０６）
０３００２

（００５３２）
０６１４９

（００７４７）
０１０１３

（００２６９）
０１５１６

（００４００）
个人、家庭特征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１５８０３ １５８０３ １５８０３ ６４２２ １５７９３

　　注：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分别表示１％、５％、１０％的显著性水平。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家庭追踪调查 （ＣＦＰＳ）数据计算得到。

六　机理分析：“穷则变、变则通”

本文以上的论证过程始终围绕着一个重要假设展开，即：互联网在乡村地区的普

及应用显著革新了居民的信息获取渠道，乡村居民通过互联网可以便捷地获取大量社

会、经济、文化方面的信息。巨量信息的冲击改善了存在于乡村居民群体中因循守旧、

厌恶风险的保守观念，提升了乡村居民的风险偏好，从而推动了乡村居民主动择业的

改变。依据上述逻辑，本文给出一个互联网发挥影响作用的逻辑链条，在此基础上构

建多维度的实证模型验证该作用机理的成立。

（一）逻辑链条：“穷则变、变则通”

乡村居民所处的低水平就业均衡通常是一种机会缺失、被动的 “无奈之举”，并且

由于禀赋原因，乡村居民往往是风险厌恶者 （高杨、牛子恒，２０１９）。互联网的普及则

提升了乡村居民的信息获取能力，使其得以获取更多的信息。这些涉及政治、经济、

文化、社会方面的巨量信息，潜移默化地对乡村居民的思想观念进行改造。在这种影

响下，乡村居民重新对自身以及自身所处环境进行审视与思考，从而得以在广度和深

度上提升对个人和社会环境的认识。在这种不断学习、自省的过程中，一部分乡村居

民会内生出主动 “求变”的思想自觉。互联网作为一种新型信息渠道在乡村地区的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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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应用提升了乡村居民主动择业、改善现状的主观意识和客观条件，进而缓慢地打破

了乡村居民被动所处的低水平就业均衡 （穷则变）。

在乡村居民主动 “求变”的过程中，互联网也为乡村居民的就业选择提供了及时、有

效的信息，降低了工作的搜寻成本，从外因角度有助于其寻找更加多样、匹配程度更高的就

业机会。从就业机会角度，信息时代的到来也为乡村居民提供了诸多实现自我价值的机会，

互联网带来的连通性使得一些工业化时代处在劣势的人群得以激活自己的人力资本，使之转

化为能有效创造价值的互联网资本 （邱泽奇等，２０１６）。在可用信息相对完备、新型就业机

会涌现和主动求变的择业选择中，乡村居民的就业质量也得到了提升 （变则通）。

因此，本文认为，互联网在乡村地区的普及应用对乡村居民就业选择与就业质量

的影响，主要遵循 “互联网使用—信息获取能力提升—观念意识转变—主观能动的多

样化就业选择—就业质量的内生提高”的逻辑链条。该逻辑链条也可用一句古语高度

概括，即 “穷则变、变则通”。

（二）“穷则变”———互联网使用改善乡村居民风险态度

上述分析已说明，乡村居民所处的低水平就业均衡是一种机会缺失、求变意识淡薄的

被动无奈之举。互联网为其开辟了一条了解更多社会信息、审视自身的渠道。在这种信息获

取引发的不断自省中，一部分乡村居民会内生出主动 “求变”的思想自觉。而 “变”通常

就意味着不确定性，意味着未知的风险。本文利用ＣＦＰＳ调查问卷中对样本个体行为与精神

状态的试验结果构造了乡村居民的风险态度变量，以此作为乡村居民 “求变”意识的代理

变量，进而构造实证模型验证互联网使用对乡村居民风险态度转变的影响①。

为了检验 “穷则变”这一机理，本文以样本２０１６年的平均年收入为分类标准，将

样本划分为相对低收入和相对高收入两类分别进行回归分析。回归结果如表６所示。

表６　互联网使用与乡村居民风险态度 （以收入分组）

因变量：风险态度
平均收入以下（相对低收入） 平均收入以上（相对高收入）

ＯＰｒｏｂｉｔ ＯＬＳ ＯＰｒｏｂｉｔ ＯＬＳ

互联网渠道
００７８４

（００１８４）
０１０９３

（００２７５）
００５０１

（０００７４）
０６１３５

（００１０８）

传统信息渠道
－００３１２
（００２１８）

－００５１１
（００３２６）

００２４３

（０００８９）
００４３０

（００１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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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因变量：风险态度
平均收入以下（相对低收入） 平均收入以上（相对高收入）

ＯＰｒｏｂｉｔ ＯＬＳ ＯＰｒｏｂｉｔ ＯＬＳ

个人、家庭特征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２６７７ ２６７７ １６７５５ １６７５５

　　注：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分别表示１％、５％、１０％的显著性水平。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家庭追踪调查 （ＣＦＰＳ）数据计算得到。

从上述回归结果来看，在两类群体中，互联网使用变量均对乡村居民风险偏好的

提升产生了显著的正向影响。但是从变量系数上看，相对低收入群体的系数大于相对

高收入群体①。通过计算两类群体中互联网应用对风险态度的平均边际效应可以得出，

互联网对提升居民风险偏好的影响在相对低收入群体中更加明显。这就从收入角度验

证了互联网使用提高了处在落后地位乡村居民的风险厌恶程度，并使之内生出 “求变”

思想自觉的影响机理。

当然，“穷则变”中的 “穷”字在传统意义上并不仅仅代表收入的多寡，更多

的是代表一种事物发展到一定阶段求变的状态。为了在此意义上再次检验互联网使

用发挥思想观念影响作用机理的存在，参照收入分组的处理，本文以 ＣＦＰＳ２０１６调

查问卷中样本对于生活满意度的回答构造分界线，将样本划分为相对低生活满意度

和相对高生活满意度两类样本，建立实证模型分别进行回归分析。回归结果如表 ７

所示。

表７　互联网与乡村居民风险态度 （以生活满意度分组）

因变量：风险态度
生活满意度较低 生活满意度较高

ＯＰｒｏｂｉｔ ＯＬＳ ＯＰｒｏｂｉｔ ＯＬＳ

互联网渠道
００６３４

（００１１２）
００７９２

（００１６２）
００４８１

（０００８８）
００６１２

（００１２９）

传统信息渠道
００１６８
（００１３９）

００３２８
（００２０２）

００１６４
（００１０３）

００２７６

（００１５２）

个人、家庭特征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７４５０ ７４５０ １１９８２ １１９８２

　　注：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分别表示１％、５％、１０％的显著性水平。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家庭追踪调查 （ＣＦＰＳ）数据计算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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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ＯＰｒｏｂｉｔ模型自变量系数越大，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平均边际效应也越大。下文相关表述同理。



　　从表７的回归结果看，在两类群体中，互联网均对居民风险偏好的提升产生了显

著的正向影响。但是从变量系数上看，相对低生活满意度样本的系数大于相对高生活

满意度群体的系数。这说明，在低生活满意度群体中，由互联网使用所引致的 “求变”

意识转变更加明显。这就从另一角度进一步验证了在乡村居民中互联网所带来的 “穷

则变”影响机理的存在。

（三）“变则通”———互联网使用改善乡村居民就业质量

根据第四部分的结果，本文已经发现互联网的应用可以显著提升乡村居民的就业

质量———提升了就业收入和工作满意度。那么这种影响背后的机理是什么呢？张琳琬

和吴卫星 （２０１６）发现，风险态度与居民财富之间有着密切关系，风险厌恶态度不利

于居民财富的增加。对于乡村居民来说，风险态度的转变会通过引致就业选择的改变

进而带来就业收入的变化，即存在着 “互联网使用—提升信息获取能力—风险厌恶态

度改善—提升多样化就业内生动力—就业质量提高”这样一条逻辑链条。

为了验证互联网所引致的乡村居民风险态度转变对就业质量的影响机理，借鉴

前文机理验证的处理方法，利用前文所计算所得样本的风险态度数据构造分组指标，

将样本分为相对风险厌恶和相对风险偏好的两组进行回归分析。回归结果如表 ８

所示。

表８　互联网与乡村居民就业收入 （以风险态度分组）

因变量：就业收入
相对风险偏好 相对风险厌恶

ＯＬＳ ＯＬＳ ＯＬＳ ＯＬＳ

互联网渠道
００３８１

（００１０４）
００３７７

（００１０７）
００１８０
（００１３３）

００１７８
（００１３５）

传统信息渠道 —
０００２１
（００１３１）

—
０００１３
（００１４７）

个人、家庭特征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４０７５ ４０７５ ２４７２ ２４７２

　　注：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分别表示１％、５％、１０％的显著性水平。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家庭追踪调查 （ＣＦＰＳ）数据计算得到。

从表８的相对风险厌恶样本的结果中，本文没有发现互联网使用可以对就业收入

产生显著正向影响的证据。而在相对风险偏好样本的回归结果中，互联网变量系数在

１％显著性水平上对就业收入产生了正向影响。这说明，在乡村居民群体中，那些转变

了风险态度———即 “求变”渴望比较强烈的个体，更能利用好互联网信息渠道所带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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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现实机遇，提升个人的就业收入。

当然就业质量并不仅仅由就业收入来衡量，个人对所从事工作的满意度也是衡量

就业质量的重要指标之一。为了从该角度验证互联网的影响，参照前文的处理方法，

本文将样本分为相对风险厌恶和相对风险偏好两组分别进行回归分析。回归结果如表９

所示。

表９　互联网与乡村居民工作满意度 （以风险态度分组）

因变量：工作满意度
相对风险偏好 相对风险厌恶

ＯＰｒｏｂｉｔ ＯＬＳ ＯＰｒｏｂｉｔ ＯＬＳ

互联网渠道
００１２５

（０００６１）
００１１４

（０００５６）
０００６２
（００１３１）

０００５３
（００１２７）

传统信息渠道
００８２４
（００９１５）

００７９０
（００８７４）

００４４２

（００１５０）
００４２４

（００１４６）

个人、家庭特征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１４１４９ １４１４９ ４３１９ ４３１９

　　注：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分别表示１％、５％、１０％的显著性水平。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家庭追踪调查 （ＣＦＰＳ）数据计算得到。

表９的结果显示，互联网显著提升了相对风险偏好样本组的工作满意度水平，但

是对相对风险厌恶样本组的工作满意度水平的提升作用则并不显著。这说明互联网的

应用可以促使那些 “求变”渴望迫切———即风险偏好程度较高的乡村居民群体寻求到

自己满意的工作，即对于乡村居民中那些更加偏好风险的群体，互联网所引致的信息

效应对个体处境的改善作用更加明显。

七　总结

信息化时代信息技术的普及应用改变了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信息技术所带来的

巨大红利效应在乡村地区也逐渐凸显。本文以乡村居民为研究对象，分析了以互联网

为代表的信息技术在乡村地区的普及应用对推动乡村居民多样化就业、提升就业质量

方面的重要作用。本文提出了一种互联网发挥就业影响的作用机理，并且通过多维度

的实证检验模型验证了互联网通过改善乡村居民获取信息渠道、转变乡村居民观念意

识，进而对其就业选择与就业质量发挥正向影响作用的机理逻辑。

具体地，本文构建了一个实证框架，评估了互联网对乡村居民多样化就业选择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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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业质量的影响。首先，互联网可以显著推动乡村居民的多样化就业。通过把乡村居

民的就业分为四种类型，本文发现，就业类型的非农程度、自由度越高，互联网的使

用对其选择概率的提升作用也越大。其次，由于这种多样化就业选择内生于互联网的

信息效应对乡村居民观念意识的改造，所以这种内生的主动择业其就业质量也更高。

无论是以就业收入还是工作满意度来衡量就业质量，本文均发现互联网显著并且重要

的正向影响作用。最后，为了更加深入地理解互联网发挥影响的机理，本文建立了多

维度的实证模型，验证了互联网推动乡村居民 “穷则变、变则通”的作用逻辑机理。

该机理的核心即是一个 “变”字，即互联网为乡村居民带来的信息获取渠道的革命极

大增强了其信息获取能力，使一部分群体内生出主动 “求变”的觉悟，显著扭转了由

于信息匮乏而存在于乡村居民群体中的风险厌恶、因循守旧的思想，乡村居民风险态

度的转变进而引致了内生的、高质量的就业选择改变。

本文研究结论表明，互联网对乡村居民多样化、高质量就业有着重要的正向影响

作用。为了促进乡村居民的多样化高质量就业，必须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过程中，

多措并举促进各项信息技术在乡村的更广泛应用。未来应当加快乡村地区的信息基础

设施建设，推动信息技术与乡村居民生产、生活的不断融合，强化其在教育乡民、提

供多样化发展机遇方面的重要作用，利用好信息化工具破解乡村发展困境，助力乡村

振兴，奋力实现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世纪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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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ｉｄｅｒｕｓｅｏｆ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ｅｓｉｎｒｕｒａｌａｒｅａｓｉｎｔｈｅｃｏｕｒｓｅｏｆ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ｉｎｇｔｈｅｒｕｒａｌ

ｒｅｖｉｔ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ｎｅｔ，ｒｉｓｋａｔｔｉｔｕｄｅ，ｄｉｖｅｒｓｉｆｉｅｄａｎｄｈｉｇｈｑｕａｌｉｔｙ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ｒｕｒａｌｒｅｖｉｔ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ＪＥＬ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Ｄ８１，Ｏ１８，Ｏ３３

（责任编辑：西　贝）

·４４１·

劳动经济研究　２０２０年第８卷第４期




